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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问题学术史述评（１９５６～２０１３）

戴 超 武

［关键词］中印边界问题；“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研究趋向

［摘　要］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涉及中印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国内外学

术界持续关注的学术问题，而相关学术研究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冷战的影响，另一方面学者的研

究也力求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印度和欧美学者（主要是英美学者）的研究，根据研究的时间段、主

要领域、档案文献的利用程度以及相关论点和结论，大致可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和三个主要研究流

派，即１９５０年代中后期到１９７０年代初期的“传统学派”，从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修正学派”的

形成和发展，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的“后修正学派”。立足于多国解密档案的国际史研究，将是中印边界问

题研究的主要趋向。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其中，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占据重要的地
位。中印边界问题不仅是涉及中印两国核心利益的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也是国内外学术界持
续关注的学术课题，而相关学术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冷战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学者的研究
也力求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印度和欧美学者（主要是英美学者）的研究，根据其论著发表的时间段、主要研究内容、档案文献

的利用程度以及相关论点和结论，大致可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期和三个主要的流派：从１９５０年代
中后期到１９７０年代初期，主要是“传统学派”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从１９７０年代初期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
国外学术界有相当一批学者依据档案文献进行研究，挑战传统派学者的观点，形成“修正学派”，并逐
渐主导这一问题的研究；从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至今，在印度和英美的研究中开始出现“后修正学派”，在
相关论点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相当数量印度学者的研究从
不同的视角，重新论证“传统学派”的论点和结论。
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开始主要体现在官方编撰出版的相关著作中，其内容散见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交史、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西藏问题以及国际关系史等论著中；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以
来，中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更趋向于学术化，其研究特点也较为明显。从研究领域看，部分学者
主要关注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问题，其中以英俄在
中亚和西藏的争夺与中国边疆安全、英国对西藏的侵略、中印边界争端的缘起、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
系及西藏的历史地位等议题为研究重点。另一部分学者则重点探讨１９４７年以后的中印关系和中印
边界问题，研究议题和研究视角更为开阔。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分学者开始借助于国内外新近解密的
档案文献，利用国际史的研究方法，以中印边界问题为重点，探讨影响１９４７～１９６５年中印关系发展变
化的诸多因素，成果丰富；很多研究课题属于学术前沿，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一　“传统学派”及其主要论点

从１９５９年开始，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公开化，印度学者开始发表大量的论著，探讨中印边界争端
和边境战争的起因，重点论证印度所主张的中印边界线，特别是“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由此形成了
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的“传统学派”，在国际上产生了有利于印度主张的政治上及舆论上的重要影响。
综观印度传统派学者的研究论著，其主要观点呼应印度政府当时的立场，坚持中印边界是经过传统、
习惯、地理特点及条约所确定的边界线；在中印关系上，认为中国“背叛”了印度的“友谊”，因为中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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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没有感谢印度承认新中国政权、放弃在西藏的特权、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调停朝鲜
战争、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反而向印度提出领土要求，挑起边界争端，最后对印度发起战争。为
此，印度学者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以证实其上述基本论点。在文献资料上，印度传统派学者主要
利用印度政府公开出版的《白皮书》、《尼赫鲁论中印关系》以及《中印两国政府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
告》等资料，同时也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相关历史人物以及尼赫鲁政府中参与决策的人员的回忆录
等。这一时期印度学界代表性的著作包括：贾殷的《潘查希拉及其以后：西藏叛乱背景下的中印关
系》，查克拉瓦蒂的《中印关系》、《印度对华政策》以及《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巴尔加瓦的《东北边境
特区的战争》，瓦尔马的《争夺喜马拉雅山》，卡尼克的《中国入侵的背景与后果》，巴特的《中国与印
度》，拉奥的《重评中印边界》，乔里的《印度、中国和缅甸的边界》、《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入侵》和《中
国对拉达克的入侵》，查特尔吉的《印度的陆地边疆》，苏尔雅·夏尔马的《印度的边界与领土争端》，梅
赫拉的《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等①。除出版著作外，这一时期印度传统派学者还在各种刊物上特别
是在英美的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②。

印度传统派学者首先从国际法的角度，集中论述印度主张的边界，特别是“麦克马洪线”的所谓
“合法性”。在这方面，夏马尔的论文“印中边界争端”和Ｋ．Ｋ．拉奥的“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最具
代表性。夏尔马和拉奥的研究及其论点被印度学者和西方学者多次引用，在当时影响甚广。夏马尔
的论文发表在１９６５年１月份的《美国国际法杂志》上。时任印度法律研究所（Ｉｎｄｉ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教授的夏尔马从六个方面论证印度对中印边境争议地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他所提出的法律依据
包括：与协议相关的权利要求，与历史所有权相关的权利要求，与默认和禁止反言（ｅｓｔｏｐｐｅｌ）相关的权
利要求，与情形变更（ｒｅｂｕｓ　ｓｉｃ　ｓｔａｎｔｉｂｕｓ）相关的权利要求，与政府更迭相关的权利要求，等等。夏马
尔强调，中印边界东段的边界线，是由西姆拉会议以及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同尼赫鲁的谈话所确定的；中段
边界线是由１９５４年的《中印协定》所确定的；而１６８４年和１８４２年的条约则确定了西段的边界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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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拉尔·贾殷：《潘查希拉及其以后：西藏叛乱背景下的中印关系》（Ｇｉｒｉｌａｌ　Ｊａｉｎ，Ｐａｎｃｈｓｈｅｅｌａ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孟买：亚洲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查克拉瓦蒂：《中印关系》（Ｐ．Ｃ．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加尔各答：穆库帕塔亚出版公司１９６１年版；查克拉瓦蒂：《印度对华政策》（Ｐ．Ｃ．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Ｉｎｄｉ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布
鲁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巴尔加瓦：《东北边境特区的战争》（Ｇ．Ｓ．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ｏｆ　ＮＥＦＡ），孟买：联合出
版公司１９６４年版；珊迪·瓦尔马：《争夺喜马拉雅山：中印关系研究》（Ｓｈａｎｔｉ　Ｐｒａｓａｄ　Ｖａｒｍａ，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纽约：斯特林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卡尼克：《中国侵略的背景与后果》（Ｖ．Ｂ．Ｋａｒｎｉｋ，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
ｓｉｏ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ｌ），孟买：巴瓦出版公司１９６６年版；巴特：《中国与印度》（Ｓ．Ｂｈａｔ，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新德里：大众
图书社１９６７年版；拉奥：《重评中印边界》（Ｇ．Ｎ．Ｒａｏ，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新德里：亚洲出版社１９６８年
版；西塔拉姆·乔里：《印度、中国、缅甸之间的边界》（Ｓｉｔａｒａｍ．Ｒ．Ｊｏｈｒｉ，Ｗｈｅｒｅ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ｍａ　Ｍｅｅｔ），加尔各答：司
宾克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西塔拉姆·乔里：《中国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入侵》（Ｓｉｔａｒａｍ．Ｒ．Ｊｏｈｒ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ＦＡ），勒
克瑙：喜马拉雅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西塔拉姆·乔里：《中国对拉达克的入侵》（Ｓｉｔａｒａｍ．Ｒ．Ｊｏｈｒｉ，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ｄａ－
ｋｈ），勒克瑙：喜马拉雅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查特尔吉：《印度的陆地边疆：问题与挑战》（Ｒ．Ｋ．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Ｉｎｄｉａ’ｓ　Ｌａｎｄ　Ｆｒｏｎ－
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新德里：斯特林出版社１９７０年版；苏尔雅·夏尔马：《印度的边界与领土争端》（Ｓｕｒｙａ　Ｐ．Ｓｈａｒ－
ｍａ，Ｉｎｄｉａ’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新德里：维卡斯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查克拉瓦蒂：《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Ｐ．
Ｃ．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ｏｒｄｅｒｓ），伦敦：亚洲出版公司１９７１年版；帕舒塔姆·梅赫拉：《麦克马洪
线及其以后》（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德里：麦克米伦印度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版。
代表性的论文有，帕舒塔姆·梅赫拉：“印度、中国和西藏（１９５０～１９５４）”（Ｐａｒｕｓｈｏｔａｍ　Ｌ．Ｍｅｈｒａ，“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印度季刊》（Ｉｎｄｉ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５６年第１期，第３～２２页；拉奥：“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Ｋ．Ｋｒｉｓｈｎａ　Ｒａｏ，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６２年第２期，第３７５～４１５页；拉奥：“中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Ｋ．Ｋｒｉｓｈｎａ　Ｒａｏ，“Ｌｅｇ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２卷（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第５３～５５页；拉奥：“中印边界问题：某
些相关的法律层面问题的研究”（Ｋ．Ｋｒｉｓｈｎａ　Ｒａｏ，“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ｅｇａｌ
Ｌａｗ”），《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１卷第３期（１９６３年），第１５１～１８９
页；苏尔雅·夏尔马：“印中边界争端：印度的观点”（Ｓｕｒｙａ　Ｐ．Ｓｈａｒｍａ，“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美国国际法杂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第５９卷第１期（１９６５年），第１６～４７页；辛格：“麦克马
洪线的合法性：印度的视角”（Ｍ．Ｓｉｎｇｈ，“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Ａ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环球杂志》（Ｏｒｂｉｓ）第１１卷
（１９６７年），第２７１～２８４页；谢万卡：“中国的喜马拉雅边界：印度的态度”（Ｋ．Ｓ．Ｓｈｅｌｖａｎｋａｒ，“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Ｉｎ－
ｄｉａ’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国际事务》（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第３８卷第４期（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第４７２～４８４页。



尔马声称，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国家”，而且是得到中国承认的“国家”，因此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拥有
缔结条约的权力。英国虽然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但这并不影响西藏签订《西姆拉条约》的权
力。至于印度的边界，夏尔马甚至还指出，早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印度的北部边界就已延伸到喜马拉雅
山脊。因此，“当代国际法的所有原则，无论是单独考虑还是综合考察，都显然证实了印度对中国所主
张权利的那些地区拥有持续的专权”。

拉奥当时担任印度外交部法律顾问，他的重要论文“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发表在中印边境战
争爆发前的１９６２年４月份的《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１９６３年，拉奥在该刊物上又发表了“中印边界
问题：某些相关的法律层面问题的研究”一文。印度国际法学会（Ｉｎｄ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在１９６３年还出版了拉奥的《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法》单行本。拉奥的这些论著在当时产生了重
要的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拉奥认为，印度的领土主张是基于以下原则：其一，印度同这些地区的
密切往来以及拥有这些地区的历史权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其二，印度北部边界同国际法有关自然
边界和分水岭的原则及实践是一致的；其三，条约和习惯都明确显示，中国和印度是接受这些边界的，

在中国开始对边界提出领土主张并进行“侵占”的时候，印度已公开对这些地区实施主权；其四，１９１４
年的西姆拉会议对印度、西藏和中国都具有约束力；其五，中国承认过印度所宣称的中印边界线①。

印度传统派学者基本赞同夏尔马和拉奥的论证和观点。辛格在“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一文中强
调，“麦克马洪线”遵循的是“现存的传统边界”（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②。查克拉瓦蒂在《印度
北部边界的演变》中认为：“尽管没有特定的条约安排，但分开两国之间的山脉，其分水岭便构成了边
界。”为此，他强调了以下三点：（１）印度北部边界是几个世纪以来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
果；（２）尽管边界的各段在英国统治印度之前业已成为传统边界线，但边界的其他部分呈现出目前的
走向，则是１９世纪及２０世纪初期受到来自中亚地区新的威胁之影响的结果，同时也受到英国当时新
的安全思想的影响；（３）最高山脊的分水岭原则，是为了政治目的对边界进行的合理描述。因此，“印
度所主张的这些原则，是符合国际法及其实践的”。对中方所强调的“麦克马洪线”及《西姆拉条约》是
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的论断，查克拉瓦蒂甚至指出：“根据国际法，特定的边界究竟是帝国主义的产
物，还是侵略的结果，这两者之间是不相干的。”而《西姆拉条约》“是自愿谈判的协定，麦克马洪线是在
详细考察地理、历史以及人种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划定的。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司伦夏札或达赖政府
违反自己的意愿，而被迫接受了这个协定”③。

在论证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合法性”之后，印度传统派学者有关中印边界战争责任的结论自然就不言
而喻了，并在这方面同样出版了大量论著。他们认为，中国主要是出于各种动机发动边境战争，这些动机包
括：削弱和羞辱印度，赢得对印度的战略优势；教训达赖喇嘛；打破印度不结盟政策的神话；证明中国制度的
优越性；在亚非国家中孤立印度；通过打击印度转移国内矛盾；迫使印度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反击印度
的“前进政策”，占据有利的地势实施军事打击；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警告所有邻国特别是苏联，中国将会
用战争手段解决领土问题，同时加强其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和南亚次大陆抗衡苏联的地位④。

在评价尼赫鲁外交政策方面，印度传统派学者普遍认为，尼赫鲁推行的是典型的均势外交政策，

其不结盟政策的核心，一是远离冷战政治，二是要推进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他们还强调指出，尼赫鲁
对国际形势的评估、对印度安全形势的认识以及获取政治和外交支持的具体措施，都是“极其正确
的”；历史将证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所推行的政策或许是最好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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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拉奥：“中印边界问题：某些相关的法律层面问题的研究”。

苏尔雅·夏尔马：“印中边界争端：印度的观点”，第４７页；辛格：“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印度的视角”，第２７１～２８４页。

查克拉瓦蒂：《印度北部边界的演变》，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苏林德尔·辛格：“１９６２年中印冲突：动机和影响”（Ｓｕｒｉｎｄｅｒ　Ｓｉｎｇｈ，“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１９６２：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ｍ－
ｐａｃｔｓ”），苏林德拉·乔普拉编：《中印关系》（Ｓｕｒｅｎｄｒａ　Ｃｈｏｐｒａ，ｅｄ．，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阿姆利则：纳那克大学１９８５年版，
第７５～７７页。

苏布拉玛雅：“尼赫鲁与１９６２年中印冲突”（Ｋ．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ｙａｍ，“Ｎｅｈｒ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１９６２”），南达主编：《尼赫鲁时期
的印度外交政策》（Ｂ．Ｒ．Ｎａｎｄａ，ｅｄ．，Ｉｎｄ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Ｎｅｈｒｕ　Ｙｅａｒｓ），新德里：维卡斯出版公司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２８～１３０页。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印度传统派学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利用语言方面的优势，在印度国
内发表和出版相关的英文研究论著的同时，还在西方国家的学术刊物上广发“研究”论文，制造声势，
力图在中印边界问题的国际舆论方面，赢得有利于印度主张的话语权。这些出版物既包括知名学术
刊物，如《国际法暨比较法季刊》（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美国国际法
杂志》（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当代史》（Ｃｕｒｒ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季刊》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等等，也包括一般性的政治经济类杂志，如《环球》（Ｏｒｂｉｓ）、《国家地理杂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远东经济评论》（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等等。从实际
效果看，印度传统派学者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印度学者提出了不同于传统派学者的论点。例如，海姆萨特和曼辛格在《现代

印度外交史》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和分析了中印关系的演变、边界争端和战争、尼赫鲁对华政策的

特性等问题。他们强调指出，中印双方直到１９５０年代都尚未对边境地区行使连续的行政管辖，也都

没有为各自主张的边界提出无可置疑的证据①。
从１９５０年代开始到１９７０年代初期，西方学术界（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印边界问

题时，同样是传统学派的论点占主要地位。导致这种学术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冷战对社会
科学研究，特别是对有关敌对阵营之社会文化、历史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另一方面，经印度政府有选择的歪曲以及误引的、使之有利于印度主张的文献资料的公布，同时
也有印度学者基于上述文献的、以英文出版发表的研究论著的影响。英美传统学派在主要问题上同
印度学者的观点基本相同，其代表性论著包括：费希尔、罗斯和胡腾贝克的《喜马拉雅战场：中国和印
度在拉达克的争夺》、冯·埃克伦的《印度的外交政策及其同中国的边界争端》、罗兰多的《印中关系
史》、帕特森的《北京对抗德里》、沃森的《中国的边界》、欣顿的《国际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布雷切尔
的《印度与世界政治：梅农的世界观》等②。此外，这一时期欧美学者也发表了许多相关的重要论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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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海牙：马丁努斯·奈霍夫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罗兰多：《印中关系史》（Ｊ．Ａ．Ｒｏｗｌ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乔治·帕特森：《北京对抗德里》（Ｇｅｏｒｇｅ　Ｎ．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Ｐｅｋｉｎｇ
ｖｅｒｓｕｓ　Ｄｅｌｈｉ），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弗朗西斯·沃森：《中国的边界》（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ａｔｓｏｎ，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ａ），纽约：
普雷格尔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哈罗德·欣顿：《国际政治中的共产党中国》（Ｈａｒｏｌｄ　Ｈｉｎｔ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波
士顿：米福林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米切尔·布雷切尔：《印度与世界政治：梅农的世界观》（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ｒｅｃｈｅｒ，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Ｋｒｉｓｈｎａ　Ｍｅｎｏｎ’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代表性的论文包括，阿尔弗雷德·鲁宾：“中印边界争端”（Ａｌｆｒｅｄ　Ｒｕｂｉｎ，“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国际法暨比较
法季刊》（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９卷第１期（１９６０年１月），第９６～１２５页；阿尔弗雷德·鲁
宾：“西藏在国际法中的地位”（Ａｌｆｒｅｄ　Ｒｕｂｉｎ，“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ｂｅ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

３５卷（１９６８年９月），第１１０～１５４页；柯克：“印度的亚洲内陆边界”（Ｗ．Ｋｉｒｋ，“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英国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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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ｌａｙ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２卷（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第１９１～２０２页；琼：“通道与困境：对中印边
界冲突的研究”（Ｆ．Ｃ．Ｊｏｎｅｓ，“Ｐ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ｓｓｅｓ：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远东经济评论》（Ｆａｒ　Ｅａｓｔ－
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第３９期（１９６３年２月２８日），第４３～５８页；列奥·罗斯：“喜马拉雅山的冲突”（Ｌｅｏ　Ｒｏｓｅ，“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军事评论》（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第４３卷（１９６３年２月），第３～１５页；罗伯特·胡腾贝克：“一则有关中印在
阿克赛钦争端的历史照会”（Ｒｏｂｅｒｔ　Ａ．Ｈｕｔｔｅｎｂａｃｋ，“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ｋｓａｉ　Ｃｈｉｎ”），
《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１８卷（１９６４年６月）第２０１～２０７页；厄尔·肖：“麦克马洪线”（Ｅａｒｌ　Ｓｈａｗ，“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军事评论》（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第４６卷（１９６６年７月），第６１０～６１３页。



这一时期西方传统派学者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过度依赖印度方面的文献，其本身并不注重
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甚至出现伪造文献出处的现象。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英国著名学者兰
姆在１９８１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明确指出过，将印度外交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官方出版物中的引文注
释，同英国外交部档案馆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存的原件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印度的某些领土主张并
未体现“历史的准确性”。兰姆进而尖锐地说：“我查对印度出版的文件越多，我发现其中存在的歪曲
和误引就越多。”而印度的这些文件却被欧美学者不加辨别地不断引用。兰姆还不点名地指出一部由
多位美国学者参加撰写的专著，其中就包括了上述错误；而“这些错误显然是由于他们引用的只是印
度的官方资料，但在注释中却标注是来自英国的原档”①。

另一方面，出于冷战的需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也极为关注中印边界冲突和边境战争，在普
通人中影响巨大的报刊如《时代》（Ｔｉｍｅ）、《新闻周刊》（Ｎｅｗｓｗｅｅｋ）、《读者文摘》（Ｒｅａｄｅｒ’ｓ　Ｄｉｇｅｓｔ）、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Ｕ．Ｓ．Ｎｅｗ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新共和》（Ｎｅｗ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等等，都发表过
相当数量的相关文章，其观点完全倒向印度，谴责中国的“侵略”，塑造了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印边界争
端的基本认识。
鲁宾１９６０年在《国际法和比较法季刊》上发表了后来为西方和印度学界广为引证的长篇论文，较

为充分地体现了西方传统学派的基本观点。在文献史料方面，鲁宾基本上还是使用英印政府及印度
政府编纂公布的文件；在涉及中印边界东段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他提出了以下重要的观点：第一，英国
和印度的主张比中国更为有力。鲁宾强调，英国官员在１９１２年、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期间被派往这一地
区，并在１９２１年进行了人口普查。因此，“看起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这一地区建立过
有效的行政管理……”另外，印度多年来沿“麦克马洪线”部署警力，这可能被解释为在“麦克马洪线”

以南地区公开宣示和行使权利的措施。第二，无法证实中国主张的合法性。鲁宾指出，在越过被印度
视为其北方边界的时候，中国可能真正认为是在保卫自己合法的权利；中国的主张最终是否会被国际
社会认定符合国际法，这将是一个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三，否认西藏同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区的历
史和文化联系。鲁宾认为，从人种和文化的角度看，喜马拉雅山麓的部落民既不同于阿萨姆平原的印
度人，也不同于西藏人，尽管他们同西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度宣示主权的根据更为充足，而中
国所宣示的主要权利在国际法上是“不合理的”（ｕｎｊｕｓ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不过，鲁宾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上持较为客观的立场：其一，“麦克马洪线”并非印度所言是不容
讨论的。鲁宾说：“显然，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是西藏在这一地区的南部边界可能被视为是确定的，但
就中国方面的领土要求而言，这条线不可能是毫无讨论余地的，只要这些要求源自于中国的习惯权利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ｇｈｔｓ）。”其二，必须考虑中国同周边藩属的关系。鲁宾指出，如果过于明显倚重
由英国同中国边界上的藩属国通过条约所确立的关系，而不考虑以下情形的话，那将是不明智的，这
种情形就是：“除锡金之外，英国显然没有在边界地区的问题上直接同中国达成明确的国际约定（ｅｘ－
ｐ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而且，中国也显然拒绝承认其藩属国所缔结的、没有中国参加的条
约，而这项条约在法律上的目的就是要终止藩属国效忠中国的权利。”其三，支持中国对拉达克地区的
领土和主权主张。鲁宾强调：“不论印度对这一地区主权的看法怎样，显而易见的是，西藏和中国不会
由于没有宣示这些管辖权而放弃对这些土地的主张，而且宣示的实际模式将是复杂的，形式也会多种
多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年来对拉达克某些地区的占领，尽管在政治上可能是不合时宜的，但从
法律层面上讲，同印度控制这一地区的宣示是有区别的。”鲁宾进而指出，假如１８７０年的时候英国官
员和克什米尔官员在管理商路的问题上认为不同中国方面进行商议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在１９５６年
也会认为，自己修建通过拉达克地区中国境内的公路时不通告印方，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中国
对这一地区领土主权的主张有着“有效的根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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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莱斯泰尔·兰姆：“喜马拉雅山的战争”（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现代亚洲研究》（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
ｉｅｓ）第５卷第４期（１９７１年），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阿尔弗雷德·鲁宾：“中印边界争端”，第９７、１０５～１０８、１２４～１２５页。



在同一时期，另一篇重要的文章是奥拉夫·卡罗撰写的“印度北部边界的地理与人种”。由于卡
罗曾经具有的特殊身份，这篇文章影响甚广，对后修正学派的观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卡罗从１９３９
年起担任英印政府的外交秘书，１９４６年担任“西北边境省”（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的省督，

被后来的研究者誉为英印时代“主要的地缘政治思想家”①。卡罗在文章中全面否定中国同西藏的关
系。他指出，自从英国统治印度以来，在涉及印度北部边界的问题上，英印政府从来都是同西藏进行
谈判的，而中国即便是参加此类的谈判，至多也是扮演“调停人”（ｄｅｕｓ　ｅｘ　ｍａｃｈｉｎａ）的角色。卡罗强
调，印度对喜马拉雅山南坡地区的占领是基于以下事实：从１９世纪初期以来，这一地区的主要部落，

如阿卡族（Ａｋａｓ）、门巴族（Ｍｏｎｂａｓ）、达富拉斯族（Ｄａｆｌａｓ）、米里族（Ｍｉｒｉｓ）、阿巴族（Ａｂｏｒｓ）、僜人（密
西米人，Ｍｉｓｈｍｉｓ）等，都处在英国的政治控制之下，而这些部落从未在中国或西藏的管辖之下。至于
“麦克马洪线”，卡罗甚至声称，中国当时或直到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的时候，并未就此提出过任何异议②。

值得提出的是，即使在传统学派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一时期，西方学界也有部分学者客观地
评价了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做法，对中印边界问题持较为中立的态度。例如，斯坦克强调，中印边界
争端显示中国是在传统国际法的框架内伸张其立场的，中国领导人展示出自己对利用国际法以及国
际法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愿意依靠国际法作为支持其主张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边界问题
被视为政治问题，但“北京强调问题的解决要依据以下两点法律或准法律上的考虑：其一，边界从来未
经国际法认可的程序划定过；其二，中国对有争议领土的主张是基于诸如行政管理和官方记载的历史
证据。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士还巧妙地散布了一些非法律上的命题，即印度正试图按照英帝国主义
活动的方式，在中国的南部边界通过展示武力来获取并强化其主张”③。伍德曼在１９６９年出版的《喜
马拉雅山边疆》一书中也指出，中印两国从边界争端到边境战争，两国的政策都存在问题，双方都负有
责任，而妥协才能解决边界问题④。

二　“修正学派”及其主要论点

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随着印度方面参与中印边界问题的有关人员回忆录的相继出版，特别是学术界
对英国统治时期的档案进行整理和利用，从１９７０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０年代初期，欧美学术界和印度学术
界相继出版了大量研究论著，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学派的论点和结论，并得到学术界
的广泛响应。

英国学者马克斯威尔的《印度对华战争》、兰姆的《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印度学者古普塔的《中
印边界的真相》等重要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修正学派”的出现⑤。修正派学者在
有关中印边界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上，诸如西姆拉会议及“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西藏的历史地
位、尼赫鲁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中印边境战争的责任等，文献源的利用更为丰富，评价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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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罗的最新研究，参见彼得·布鲁伯斯特：《大角逐的未来：卡罗爵士、印度的独立与亚洲的防御》（Ｐｅｔｅｒ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ｂｓｔ，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Ｇａｍｅ：Ｓｉｒ　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Ｉｎｄｉ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Ａｓｉａ），俄亥俄州阿卡伦：阿卡伦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奥拉夫·卡罗：“印度东北边境的地理和人种”（Ｏｌａｆ　Ｃａｒｏｅ，“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地
理学杂志》（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１２６卷第３期（１９６０年９月），第２９８～３０８页。
亚瑟·斯坦克：“国际法在中国战略战术中的地位：以中印边界争端为个案研究”（Ａｒｔｈｕｒ　Ａ．Ｓｔａｈｎｋｅ，“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ａｃ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亚洲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
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３０卷第１期（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第９５～１２０页。
多萝西·伍德曼：《喜马拉雅山边疆：对英中印俄诸国敌对的政治考察》（Ｄｏｒｏｔｈｙ　Ｗｏｏｄｍａｎ，Ｈｉｍａｌａｙａ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纽约：普雷格尔出版社１９６９年版。
内维尔·马克斯威尔：《印度对华战争》（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Ｉｎｄｉ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ｒ），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７０年
版；艾莱斯泰尔·兰姆：《中印在拉达克的边界》（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Ｌａｄａｋｈ），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
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古普塔：《中印边界的真相》（Ｓ．Ｋａｒｕｎａｋａｒ　Ｇｕｐｔａ，Ｔｈｅ　Ｈｉｄｄ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加尔各答：米内尔瓦联合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版。中国对马克斯威尔的这本著作极为重视，周恩来专门指示组织翻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１９７１年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古普塔的《中印边界的真相》中译本，１９９０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
出版。



为客观，或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在论及中印边界冲突的责任
时，修正派学者或突出强调尼赫鲁的政策是边界冲突的根源，或认为中印双方都负有各自的责任。
实际上，修正学派的观点在１９６０年代已初见端倪，兰姆的研究在当时就具有代表性。兰姆通过

对英国外交部、印度事务部等档案文献的研究，陆续出版了《中印边境：边界争端的缘起》、《麦克马洪
线》等著作，并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系列论文①。在这些论著中，特别是在其两卷本的《麦克马
洪线》中，兰姆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论点：首先，关于西藏的历史地位。兰姆强调，西姆拉会议召开之时，
国际上没有一个大国承认西藏的独立；英国也从未正式否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而是承认西藏“在
政治上是中国的一部分”。其次，关于《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的问题。该条约集由英属印度外交部
副秘书艾奇逊（Ｃ．Ｕ．Ａｉｔｃｈｉｓｏｎ）主编，全称为《印度和邻国的条约、契约、证书集》（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ａｄ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简称《艾奇逊条
约集》，初版在１９２９年出版。兰姆发现，１９２９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中所收录的１９１４年３
月２４日和２５日英印政府同西藏当局的照会，并没有附加地图，而《西姆拉条约》当时之所以没有发
表，“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没有批准”。最后，兰姆强调，直到１９４７年，西藏当局还在“麦克马洪线”以
南的平原地区行使权力。“绝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立的印度政府坚持在１９１２～１９１４年的虚幻所
得，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正是自己目前困境的根源所在。其原因就在于，尼赫鲁先生在宣称自己
致力于同共产党中国友好、和平共处的政策的同时，却固执地坚持那些在中国人看来起码表面上还象
征着英帝国主义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照会，这是２０世纪的一个神话。”因此，兰姆的重要贡
献在于，激发学者在利用档案文献时要明辨其真伪，而不是单纯地使用经过印度政府修改过的资料来
进行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
马克斯威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使用了当时研究者难以获取的印度官方内部文件，彻底颠覆

了传统派学者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马克斯威尔认为，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在西段，中国在

东段虽然从未承认过“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但考虑到两国关系以及边界的实际控制等因素，愿意在

其基础上进行谈判，并希望把东西两段边界放在一起考虑，即印度在西段也做出相应的让步，承认中

国控制阿克赛钦的合法性。但尼赫鲁政府则坚持中印边界已划定、不容任何谈判的立场。针对印度

的“前进政策”，麦克斯威尔指出，这一政策就是要通过控制中国的据点和迫使中国军队撤出，以达到

将中国“清除”出印度所主张主权的土地。在印度推行“前进政策”的背景下，中印边界纠纷导致冲突、

最后走向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斯威尔在其随后的一系列研究中都坚持认为，所谓印度遭到中国

的“无端侵略”，完全是印度自我安慰的一种神话。他强调说，中印边境战争完全可以避免，边界问题

一直得不到解决的责任在于印度，是尼赫鲁政策的必然结果。印度的对华政策把一个在外交上僵持

的边界争端推向了战场；如果印度继续推行这一政策，战争可能还会重演②。
古普塔对修正学派的形成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有关西姆拉会议和“麦克马洪线”的英国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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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艾莱斯泰尔·兰姆：《中印边界：边界争端的起源》（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　Ｂｏｒｄｅｒ：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对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１９０４～１９１４）》（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１９０４ｔｏ　１９１４），两卷本，伦敦：劳特利奇暨柯甘·保
罗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印度与西藏的边界”（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Ｔｈｅ　Ｉｎｄ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澳大利亚政治与历史杂志》（Ａｕｓ－
ｔｒ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６卷第１期（１９６０年５月），第２８～４０页；“对英印帝国边疆的研究”（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Ｌａｍｂ，“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皇家中亚学会会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ｏ－
ｃｉｅｔｙ）第５３卷（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第２４５～２５４页。
内维尔·马克斯威尔：“印度的前进政策”（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Ｉｎｄｉａ’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４５
卷（１９７１年１～３月），第１５８页；“尼赫鲁：傲慢与原则”（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Ｏｆ　Ｐ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外交
季刊》（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第５２卷第３期（１９７４年４月），第６３３～６４３页；“重评中印边界争端”（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Ｓｉｎｏ－Ｉｎｄｉ－
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经济与政治周刊》（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ｅｅｋｌｙ）第３４卷第１５期（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０～１６
日），第９０５～９１８页；“中印边界战争的根源与边界争端悬而未决的原因”（Ｎｅｖｉｌｌｅ　Ｍａｘｗｅｌｌ，“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Ｆｏｌｌｙ：Ｗ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Ｗａｒ　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ｉｓ　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亚洲研究》（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３５卷第１
期（２００３年），第９９～１１２页。



案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争后，古普塔到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查
阅相关档案和资料。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古普塔发现为印度政府、印度学者以及西方学界反复引用，
用于证明印度领土主张之“合法性”的许多重要文献，居然是经过英印政府及印度政府精心修改过的，
特别是《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版本。有关两个不同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早前
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一般认为这件事本身并无任何秘密可言①。古普塔考证后认为，有关西
姆拉会议的条目，在第１４卷１９２９年的初版中，并未提到英藏秘密协定，也未提及“麦克马洪线”，只是
对西姆拉会议作了简短的说明。而１９３８年再版的第１４卷，则对涉及上述问题的条目进行彻底修改，
增加了“麦克马洪线”的内容及地图。但这个修订版仍将出版日期印为１９２９年，收回并销毁散布在世
界各地的《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卷１９２９年初版。１９７１年，古普塔在《中国季刊》杂志上发表了“麦克
马洪线，１９１１～１９４５年：英国的遗产”一文，公开自己的发现，并由此丰富了兰姆此前的论证。古普塔
在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中印边界秘史》。他强调：“自１９５９年以
来，（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力图宣传关于印度边境直达昆仑山脉的神话。这样，印度从英国时代继承下
来的真正遗产对公众就成为秘密。而灌输给他们的错误观念，就只有印度的边界是明确划定的，中国
人在１９６２年蓄意侵略了印度。”古普塔以英国的档案阐释道，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要求缺乏依据，其
东段的边界主张缺乏合法性，西段的边界主张也不具备法律依据，即没有条约和传统习惯线支持其主
张，即使分水岭原则也不能支持印度的领土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古普塔在这些论著中强烈批评印度政府在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文献资料问题上

的所作所为。他强调指出，印度最高当局在有关继承英印政府之边界遗产的问题上，歪曲历史纪录，

由此必然导致无视关键的史实与事实，特别是有关中印边界的西段。古普塔指出，尼赫鲁在１９５９年

以前还愿意就西段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在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戈帕尔（Ｓａｒｖｅｐａｌｌｉ　Ｇｏｐａｌ）②“挖

掘”英国档案后，尼赫鲁的态度则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进而相信印度在历史上对西段也有充分

的主权要求。对此，古普塔质疑道：“究竟戈帕尔在印度事务部和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发掘出哪一类

的证据，从而证实印度对阿克赛钦也拥有主权，这至今仍然是个谜。”古普塔甚至建议，印度议会应成

立专门委员会，详细调查外交部历史司在歪曲史料方面的责任③。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是修正学派的突出特点。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兰姆、马克斯威尔和古

普塔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尽管相当一部分学者仍倾向于印度，但多数学者在史料的选择
和辨析、研究的视角、结论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修正派学者的影响，同时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
向。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Ｄ．Ｋ．班纳吉的《中印边界争端》、拉尔的《阿克赛钦和中印冲突》以及拉贾
戈帕兰的《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④。拉贾戈帕兰在较为系统地利用印度方面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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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劳内·卡维奇：《印度对安全的追求：１９４７～１９６５年的防务政策》（Ｌｏｒｎｅ　Ｊ．Ｋａｖｉｃ，Ｉｎｄｉａ’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ｆｅｎｓ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１９４７～１９６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版，第９页。
戈帕尔（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３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印度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系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Ｓａｒｖｅｐａｌｌｉ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
ｎａｎ）的儿子。戈帕尔毕业于牛津大学，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担任印度国家档案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的馆长助理，１９５４～
１９６６年担任印度外交部历史司司长，是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１９６６年以后，先后在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
大学任教。１９７１年回到印度后，在新成立的尼赫鲁大学教授当代史。戈帕尔的主要著作包括三卷本《尼赫鲁传》（Ｊａｗａｈａｒ－
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并担任《尼赫鲁选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总主编。在他的主持下，《尼赫鲁选
集》第一系列共出版３１卷，第二系列在其去世前出版了３０卷。

古普塔：“麦克马洪线，１９１１～１９４５年：英国的遗产”（Ｓ．Ｋａｒｕｎａｋａｒ　Ｇｕｐｔａ，“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　１９１１～４５：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Ｌｅｇａ－
ｃｙ”），《中国季刊》（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４７卷（１９７１年９月），第５２１～５４５页；“对中印边疆历史的歪曲”（Ｓ．Ｋａｒｕｎａｋａｒ　Ｇｕｐｔａ，
“Ｄｉｓｔｏｒ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经济与政治周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第１５卷第３０期
（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６日），第１２６５、１２６７～１２７０页。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柳升祺：“１９２９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１４
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１９１３～１９１４）”，《中国藏学》１９９０年第１期，第３～３０页。

Ｄ．Ｋ．班纳吉：《中印边界争端》（Ｄ．Ｋ．Ｂａｎｅｒｊｅｅ，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新德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约翰·拉尔：
《阿克赛钦和中印冲突》（Ｊｏｈｎ　Ｌａｌｌ，Ａｋｓａｉ　Ｃｈ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新德里：联合出版私营有限公司１９８９年版；拉吉
什·拉贾戈帕兰：《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Ｒａｊｅｓｈ　Ｒａｊａｇｏｐａｌａｎ，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１９６２：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ｄｉ－
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博士学位论文，未发表），新德里：尼赫鲁大学１９８８年。



料后认为，印度决策者决定以武力将中国军队“赶出”，主要是由于印度决策者相信：其一，对印度“前
进政策”的实施，中国只是在西段有争议的地区采取行动，在东段则不会如此；其二，中国当时面临着
内政外交方面的严重问题，不会向印度发起进攻；其三，印度在东段的军事力量要强于中国。印度决
策者由此相信，印度可以放手采取局部的行动，而不会冒导致冲突逐步升级之风险。拉贾戈帕兰分析
说，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印度相信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
及互不冲突的关系，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但是，这并非印度方面精心策划的政策，尼赫鲁也未意识
到中苏分裂的程度。当苏联暂时搁置其同中国的分歧，以便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获得中国支持的时候，
印度的威慑态势就崩溃了。更为糟糕的是，印度并未意识到这种威慑态势的崩溃。印度军队的部署
反映出一种政治信念，即不可能同中国发生全面的敌对。因此，印度政策的失败是以开始与中国的敌
对为标志的，而非印度在战场上的战败。拉贾戈帕兰还特别强调，古巴导弹危机在促成中国采取军事
行动的决策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后果，印度修正派学者指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至少可

以不用诉诸战争。乔普里认为，１９５０年代中期，如果中印两国进行更多的协商，而不是采取单方面主

张和行动的话，中印关系的进程将完全不同。在东段达成对印度极为有利的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这

个机会失去了。尽管周恩来决心达成某种协议，但遭到尼赫鲁的拒绝。桑杜虽然也认为是中国策划

并首先发起战争，但印度的责任则在于它刺激中国发起战争；印度的“前进政策”在中印关系恶化方面

负有一定的责任。尚迪雅在１９９８年出版了《１９６２年印中战争》，该书以“麦克马洪线的真相与‘中国

１９６２年侵略’的事实”作为该书的副标题，抨击尼赫鲁及其政府的本质是“反动和独裁的政权，代表着

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尼赫鲁政府在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一直力图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忠实伙伴”，这

才是导致中印边境战争的真正原因②。
在印度学界其他较为重要的研究中，任嘉德（１９８７～１９９１年任驻华大使）和卡纳认为，在中印两

国从友好走向冲突和战争的进程中，关键因素是双方的错觉和误解；中印双方对战争和双边关系的恶
化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很难说谁是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的受害者。中国对印度的战争同中
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中国国内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在很大程度上讲，对印度的战争是上述两个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对美苏的战略和策略首先在对印关系中得以验证和实践。他们着重考察了
中苏关系的变化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从１９５９开始苏联就关注中印关系，苏联所采取的中立立场，
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强调，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关国际政治的观点，表示了强烈而
坚决的反对，这对印度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同印度的友好关系，表明
所有的错误都是苏联引起的”。中国特别想向苏联显示：印度的不结盟是一个神话，印度实际上已经
是西方阵营的追随者，因此苏联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是错误的③。
这一时期的印度修正派学者也极为注重研究方法，力图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中印关系和中印边界

问题。查图尔维迪试图把中印关系置于国际体系中加以考察。杰特里在从印度国内政治，特别是印
度议会的作用来考察１９４７年以来中印关系的演变。她强调了印度议会内不同政党在对华政策上的
不同主张，特别是反对派与政府的关系，由此论证尼赫鲁并不能完全对外交政策的失误负责。布塔尼
则分析了“政治文化”的影响，认为两国冲突的根源在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哈扎利卡突出了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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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印度战略、中印关系和边界问题的相互作用。斯里·夏尔马使用政治学的方法，对战后中印关
系的演变以及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穆尔蒂使用决策理论，论述了解决中印
边界争端的各种主张，不仅分析了每一种方案对于印度的利弊，也评估了中国接受各种方案的可能
性。普拉桑塔·古普塔则研究中国的“信念系统”与中印关系之间的互动和关联。他突出了中国的意
识形态，尤其是毛泽东的政治理念对中国外交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演变的影响。同时，普拉桑塔·古普
塔在研究中并未持特定的立场，而是客观地分析了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印关系演变过程中诸如“不相容”
（ａｎｔｉｐａｔｈｙ）、“友好关系”（ａｍｉｔｙ）以及“敌意”（ｅｎｍｉｔｙ）等关键因素，是如何影响和主导中印边界争端
的发展变化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坚持传统学派观点的印度研究者仍不在少数。他们特别强调中国发动

边境战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并再次试图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证印度主张的合法性，如拉奥的“中

印边界争端的法律问题”一文②。这一时期体现传统派论点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印度国防部在

１９９２年公开发表的《１９６２年同中国冲突的历史》。该书完全无视印度政府歪曲史料的事实，更无视修

正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继续攻击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中国对西藏以及对中印边界争端的政策，为印度的

领土主张以及尼赫鲁政府的政策辩护③。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担任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班

纳吉在其回忆录中也强调，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应从莫

斯科转移到北京，应从赫鲁晓夫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亚洲和非

洲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地理位置最靠近中国和最有影

响的最大国家印度。班纳吉进而坚持认为：“进攻和颠覆是毛泽东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

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④

这一时期欧美学者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体现了修正派学者的特点，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
角上有所创新。韦尔兹伯格的《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错觉：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的中印冲突》从认知心理学的
角度，探讨了印度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对华政策决策过程所形成的错觉及其原因。惠廷的《中国威慑的
谋算》、霍夫曼的《印度与中国的危机》和高龙江（Ｊｏｈｎ　Ｗ．Ｇａｒｖｅｒ）的《持久的竞争：２０世纪中印之间的
对抗》等著作，都力图使用历史学、政治学及国际关系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中印关系的发展变
化，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在这方面，高龙江的研究具有典型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高龙江
从中印两国对西藏的争夺来分析边界争端的缘起，特别强调控制阿克赛钦的重要性。高龙江指出，尼
赫鲁坚持认为，印度的边界早在英国到达南亚次大陆之前，就为习惯及传统的管辖所确定了；与此同
时，保持西藏的“自治”地位以及减少中国在西藏的军事存在，是１９５０年以来印度的主要目标。尼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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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显然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并希望这些困难可以限制中国在西藏
的军事存在。尼赫鲁或许希望，通过在阿克赛钦向中国施加压力，或最好能迫使中国从这一地区撤
出，这将会增加中国经济及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使中国能“明智地”继续保持西藏的“自治”。更为重要
的是，切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供给线以及增加军队的困难，这是尼赫鲁想把中国赶出阿克赛钦的关键
因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尼赫鲁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所支持的对西藏的隐蔽行动
视而不见，因为他肯定期望，这样的行动或许能迫使中国对印度的上述要求做出让步。在高龙江看
来，中国决策的原因更为简单，因为中国决策者相信，尼赫鲁切断阿克赛钦道路的意图，就是要迫使解
放军退出西藏，以此鼓励西藏的分离主义。尼赫鲁在阿克赛钦问题上的强硬要求，是中印边界争端的
关键①。
另外，国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同类课题时，还从战争史的角度出发，将重点放在中国如何使用武

力来处理和应对诸如边界争端这些重大的周边危机。这方面的研究如西格尔、埃勒曼、斯科贝尔、麦
克戴维特、李小兵等的论著，都突出了这样的主题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和海外华裔学者还出版了有影响的英文论著，为在国际学

术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做出了贡献。这些论著或利用档案文献，或从国际法的角度，研究中印边界争端
的缘起、进程及影响，如邹念祖的《中国与国际法：边界争端》、刘学成的《中印边界纠纷和中印关系》、
钟建平的《国内政治、国际交涉与中国的领土争端》、戴莹琮的《康边与西藏：清朝前期的帝国战略》、刘
晓原的《普天之下的重塑：革命、战争与２０世纪中国的边界》、王修原（音译，Ｘｉｕｙｕａｎ　Ｗａｎｇ）的《中国
最后的帝国边疆：晚清在康藏地区的扩张》，等等③。
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主要是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

中苏分裂的原因的视角，利用俄罗斯解密的档案，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中国的文献资料，分析和研究
中印边界冲突和１９６２年边境战争。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有普罗祖门什科夫的“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的中印
冲突、古巴导弹危机和中苏分裂：来自俄罗斯档案的新证据”、拉琴科的《天有二日：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中
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吕德量的《中苏分裂：共产党世界的冷战》，等等。他们强调指出，中印边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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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①。

三　“后修正学派”与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的新趋势

２０００年以来，包括军方研究人士在内的印度学界，在检讨修正派学者论点的基础上，对中印关
系，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新一轮的研究，在内容、方法及观点等方面都呈现出
较大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在研究内容上，虽然中印边界争端和边境战争依然是研究重点，但诸如总体
的政治关系及国际环境对中印关系演变的影响、从国内政治角度研究印度的对华决策等问题，逐步得
到深入探讨。研究方法也从较传统的历史学方法，转向包括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结合。

在相关重要问题上，印度学者和欧美学者的论点发生一些较大的变化，即便在同一问题上，印度学者
也出现了明显而公开的分歧，“后修正学派”初露端倪，并受到广泛的关注。而在这一进程中，值得注
意的是印度一些知名研究者之身份所具有的典型而重要的意义；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依然
坚持其一贯的传统学派的论点，如梅赫拉的研究。军方背景的研究者继续为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辩解，
如达夫的研究。而新生代的年轻学者，一方面对印度的政策持批判性的态度，但同时也高度评价尼赫
鲁的政策，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和对边界问题的处理，如拉加万、海拉里的研究。
后修正派学者在探讨中印边境战争的起因时，论点存有分歧。斯瓦密在《印度的中国观》中强调

指出，中印边界在历史上从未划定，尼赫鲁所坚持的“麦克马洪线”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中国从未承认
过《西姆拉条约》；但直到１９８０年代中叶，印度当局却一直对民众隐瞒着上述事实。一方面，印度公开
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另一方面，却坚持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有效。尼
赫鲁在公开场合向中国表示友好，但他的密件和备忘录却充满侵略意图，同时印度又没有做任何军事
准备，这就导致了边界战争②。马克斯威尔在２０１１年的一篇新作中也强调，中方并没有意识到边界
摩擦背后的真相，也没有意识到印度政府外交照会那些“诡辩的措辞”所深藏的含义。具体到朗久事
件，马克斯威尔认为它的发生并非偶然，这一事件反映的是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基本方法，即印度所
主张的领土，都应自动成为印度的领土；在朗久事件后的一年多内，对于印度对待边界争端的态度的
侵略性和不妥协性，中国领导人也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１９６１年年中，印度的“前进政策”将
边境地区变为冲突的地区；对中方要求进行谈判的呼吁，印度方面也加以嘲讽；其军队继续在西段向
前推进，到１９６２年夏，印军在东段也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印度的这些举措使得冲突最终不可避
免③。

后修正学派的论著集中反思印度政策的教训，特别是对中印边界西段的政策。努拉尼在《印度与
中国的边界问题》中，对边界的东段和西段作了系统的研究，其论点具有相当的独特性。有关东段，努
拉尼认为有两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其一，１９１４年的时候，中国无论是在西姆拉还是在德里，都没有
对“麦克马洪线”提出过异议，中国反对的仅仅是内藏与外藏的分界线；“如果中国当时对内外藏分界
线满意的话，那么它肯定会在《西姆拉条约》及附图上签字的”。其二，中国大约在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最新
地图上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主张，而中国政府只是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８日才正式提出自己的
主张。因此，努拉尼强调，《西姆拉条约》划定了中印边界的东段。至于西段，努拉尼认为历史纪录形

·２０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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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Ｔｈｅ　Ｓｉｎｏ－Ｉ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Ｃｒｉｓｉ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ｐｌｉｔ，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６２：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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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华盛顿特区：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第２５２～２５７页；谢尔盖·拉琴科：《天有二日：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年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
争》（Ｓｅｒｇｅｙ　Ｒａｄｃｈｅｎｋｏ，Ｔｗｏ　Ｓｕ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１９６２～１９６７），华盛顿特区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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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他在书中总结了六点：（１）英国人并不认为１８４２年拉达克同西藏签订的条约划
定了拉达克的边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要求清政府进行有关谈判了。（２）整个西段边界在

１８４６～１９４７年都被视为是“未定”的。（３）西段存在着一块“无主之地”（ｎｏ－ｍａｎ’ｓ　ｌａｎｄ），中印双方对
此均未行使过主权。但是，中国并不知道其西部边界在哪里，因此其主张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但当时
双方也均提出“传统习惯线”（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这样的概念，这是两国在１９５９年以后
为支持各自的领土主张而提出的。（４）当时英印政府的多数人主张，中印边界西段以从喀喇昆仑山到
昆仑山的山脊作为边界线。（５）显而易见的是，英印政府对西段尚未划定的边境地区是清楚的，但中
国并不清楚；中国的主张不明确，也不连贯，经常在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变化。（６）只有双方同意
的边界，各自的领土主张才是有效的①。
古鲁斯瓦米和辛格在《印中关系》中指出，西段是印度同中国发生边界争端的关键所在。英国的

政策显示，西段边界绝非由于自然形成的。英印政府对西段边界的走向从未正式表述过，也没有成功
地解决这个问题；英国人处理西段边界的办法“是由其帝国之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需要所决定的，
从来都不是为了满足主权国家的主权的基本需要”。他们强调说，英国的战略基于这样的观念：印度
处于帝国防御的“战略中心”，而有效地防卫印度，对保护英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利益至关重要。总之，
英国人在西段留下了纷争的根源。在古鲁斯瓦米和辛格看来，独立后的印度拒绝在西段同中国进行
谈判，从而导致僵局的出现，随后使并不存在争议的东段也产生了问题，从而加重了印度“被出卖”的
感觉，而这种感觉又导致政治解决边界问题变得更为困难。他们还批评印度的“前进政策”，指出这一
政策“在军事上基本没有任何逻辑，使中国对印度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从而影响中国动用武力”②。帕
蒂尔利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理论，探讨这一时期印度对中国的政策。他认为，１９５０年代中印关
系的核心是“安全竞争”（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这一竞争对其后的双边关系和南亚地区的国际局势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当今困扰中印关系的最富争议的三个问题，即边界、中巴关系和西藏问题均
开始于这一时期。帕蒂尔强调，决定这一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关键是尼赫鲁的中国观。在边界争端
问题上，帕蒂尔认为西段，特别是新藏公路对中印关系演变的重要性。他指出，阿克赛钦公路的修建
折射出两个突出问题：其一，印度并未有效控制其官方地图上所主张的一些领土；其二，中国并不想强
迫其邻国，只是将其从国民党那里继承的、并为苏联所承认的地图视为权威性的。帕蒂尔特别对“前
进政策”持批评的态度，因为尽管这一政策是针对中国的“入侵”，但其效果却使两国关系陷入“动荡的
旋涡”③。
也有印度部分学者对此持不同的观点。在狄伯杰看来，有关印度“前进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中印

双方都有过失和责任。印度的过错在于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建立哨所，在印度承认分水岭原则的情
况下，这些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哨所为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了借口。中国的责任则在于不断改变
其主张的边界线，“单方面使用武力”确定其主张的１９６０年边界线，改变了１９５６年主张的边界线④。
在这一问题上，即使有修正派学者所作的上述大量的基于档案文献的研究，依然有印度学者继续

坚持传统学派的观点，诸如喜马拉雅山几千年来就是印度的传统边界，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
家，“前进政策”是印度应对中国挑衅的措施，１９５９年以后“西藏内部持续不断的危机以及中国决意要
重新划定同印度边界的要求，导致了１９６２年印度同中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等等。如此论点，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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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①。达夫在２００６年出版的《１９６２年中国对印战争的真相》是这类论著的代表。达夫虽然也批评
印度政府和军方在国家战略的制定和战术实施方面所存在的失误，但是他强调，中国发动边境战争是
为了实现自身的“国家战略及政治目标”，包括巩固中国西南边防，使其免受印度特别是由美国援助的
从拉达克或东北边境地区所发起的进攻，因此中国希望重新划定边界来加强其战略力量；同时，给印
度一个教训，使其不要幻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也让印度不要对通过使用武力使达赖喇嘛重返
拉萨抱有幻想。另外，中国还试图以此来诋毁尼赫鲁的国际形象，羞辱尼赫鲁及其政府，并期望在印
度成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的政府。达夫在书中指出，印度没有进攻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挑衅中国；中国
对印度发起战争是中国的决策，印度人没有任何理由为挑衅而感到内疚，应摆脱这种情结。而且，中
国并没有背叛印度，中国方面已经向印度发出了足够多的警告。中国并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有
效性，也没有承认东段沿喜马拉雅山脊划定边界线的分水岭原则②。值得指出的是，达夫曾在朝鲜战
争期间出任“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顾问，还长期担任情报局派驻“联合情报委员会”的代表。达夫以
此经历来撰写如此结论的著作，可见尼赫鲁及其政府政策的影响之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还重点检讨了尼赫鲁的总体战略，力图重新解
释和评价尼赫鲁在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由此出现了明显的观点分歧。一派对尼赫鲁的
国家安全战略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著名学者甘古利指出，尽管尼赫鲁依据道义及规范来提升印度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而独立的作用，但他同中国打交道的战略的特点却是“安抚和绥靖”（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ａｓｅｍｅｎｔ）。甘古利强烈批评尼赫鲁的政策，认为尼赫鲁政府在边界问题上所做出的那些“关
键的政治和战略选择，都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因为“当中国试图质疑英国向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外
围进行殖民扩张的合法性的时候，尼赫鲁不加批判地继承通过殖民而获取的边界，这就使得两国走上
了对抗的道路”③。努拉尼也认为尼赫鲁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个“神话”，是建立在“自以为是
的沙文主义”之上的。努拉尼突出了尼赫鲁的个人因素。他指出，是尼赫鲁自己调动了舆论，如果尼
赫鲁愿意的话，那么在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１日至３月２３日这段时间回复周恩来的信函时，他就会采取一
项基于历史事实和理性的政策，私下详细规划出一个行动方针，那将肯定会同中国达成协议。“在解
决问题之后，再将毫无争议的历史事实告知内阁、议会和公众，那么事态将会有不同的发展。”对中印
边界争端解决的前景，努拉尼强调，假如以及当需要解决边界争端时，印度领导人必须让国民了解历
史事实，因为“这些历史事实在１９５９年及以后被印度领导人、被整个国家、特别是被媒体和学术界抛
掷一旁，置之不理，由此产生了不幸和长远的影响”④。

印度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戴辛卡分析了尼赫鲁的亲信及顾问对尼赫鲁政策的影响，强调尼赫鲁
实际上是全盘接受英帝国的观点，即尼赫鲁认为防卫印度应从北部喜马拉雅山脊的“地形边界”（ｔｏｐ－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开始，并将中国的西藏视为“缓冲国”。戴辛卡批评尼赫鲁在对外政策上，特别是
中印边界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因为直到１９５９年之前，尼赫鲁都没有在中印边界问
题上表明一个法律上的态度，当他单方面宣布“麦克马洪线”是印度边界线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明确
宣布过这是一条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合法边界线，或这是一条对中国有约束力的边界线，对西段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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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更是含糊不清。戴辛卡由此也批评尼赫鲁的“前进政策”。他指出，印度没有必要在边界西段
建立新哨所，新哨所的建立导致了中国军队的开火。尽管尼赫鲁准备谈判，但他却附加了太多的先决
条件，比如要中国先撤军等，而中国当时正感到来自各方的威胁，印度则有可能成为一个方向。因此，

中国领导人积极考虑对印度采取尽可能和解的路线，而新德里的所有举动在北京看来都是印度决心
对中国开战；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必然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对于中国的政策，戴辛卡强
调，中国希望谈判，建议双方都做出让步；尽管印度指责中国“动机邪恶”、“口是心非”等，但中国甚至
在１９５９年以后也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①。

另一派以拉加万和海拉里为代表，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大战略”。拉加万现任印度“政策研究中
心”（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高级研究员，曾任职于伦敦国王学院的战略研究系，在《战略研究杂
志》、《经济与政治周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篇，是研究印度独立后的外交、国防政策以
及中印关系的最富成果的学者之一②。他利用印度方面最新的档案文献，在２００９年出版了《现代印
度的战争与和平：尼赫鲁时代的战略史》。该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高度评价尼赫鲁处理国际关系和
印度对外政策的战略。拉加万首先指出，不论是传统学派还是修正学派，都强调尼赫鲁在处理国际事
务时缺乏现实主义。针对修正学派指责尼赫鲁草率行事、拒绝妥协，拉加万认为这一指责“标新立异”
（ｏｆｆ　ｂｅａｍ），因为在他看来，尼赫鲁表示出愿意同对手进行对话，并寻求可接受的妥协，对危机的处理
也是“谨慎”的（ｃｉｒｃｕｍｓｐｅｃｔ）。尼赫鲁常常关注危机升级的可能性，为了将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降到最
低，尼赫鲁通常的做法是，力图每次谨慎地先迈出一小步，以确保这一步是正确的，并在采取下一步之
前，刺探敌手的意志。“这种方法同尼赫鲁行使权力时的性格及其本能的谨慎是一致的。”但是，这种
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理解危机紧迫性之起因的能力，同时还依赖于对所涉及利益以及可供选择
方案的评估。具体到中印边界问题，拉加万指出，尼赫鲁最初的设想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边界问题将
会得以解决；直至１９６０年代初期，尼赫鲁还愿意在阿克赛钦问题上做出让步，但他并不愿就整个边界
问题进行谈判。拉加万认为，尼赫鲁的这一立场“源于对中国大一统的长期恐惧”，而中国处理边界争
端的做法也强化了尼赫鲁的上述顾虑，并“使新德里相信中国人是不可信的”。至于阿克赛钦，拉加万
指出，尼赫鲁愿意在此问题上帮中国的忙，提出可将这一地区长期租借给中国“作为民用”，是“北京毫
不妥协地宣称已控制这一地区两百多年，从而破坏了这一解决办法”。

在如何评价尼赫鲁的战略的问题上，拉加万指出，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尼赫鲁战略观的缺陷就在
于没有很好地把握国际政治中意识形态的因素。尼赫鲁虽正确地认为，赫鲁晓夫并不想因为中国的
行为把印度推向西方，但尼赫鲁错误地假定苏联能够或者会约束中国，把苏联对印度的支持解释为是
由于苏联自身利益以及考虑苏联同中国的关系所推动。如果尼赫鲁过高估计了苏联的作用，那是因
为他低估了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因此，尼赫鲁对华政策的问题不是其理想主义，而是其
现实主义所致。基于这样的考察，拉加万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战略，认为其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
力量的本质及限度的把握”；因为尼赫鲁意识到力量的运用既具有当前的效应，也蕴含长期的意义；尼
赫鲁的“自由现实主义”（ｌｉｂｅｒ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使他极为关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合法性，认为这同经济和军
事力量一样重要。尼赫鲁对国际行为准则的承诺，并非源自虚幻的现实主义，而是他深谙力量同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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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密不可分的。拉加万强调，尼赫鲁还认识到力量的多样性。在印度自身相对弱小和贫穷的时候，
尼赫鲁意识到，要维护印度的利益并实现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抱负，需要熟练地将物质与理想这两方面
的资源结合起来。“当印度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国际秩序中日益崛起的时候，忽视尼赫鲁所拥有的那些
最为重要的洞察力，那将是具有戏剧性的嘲弄和令人遗憾的。”①

海拉里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不结盟政策。在海拉里看来，不结盟与和平共
处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核心，同时尼赫鲁还致力于世界和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呼吁超级
大国结束冷战冲突。这样，“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就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样板”。更为重要
的是，尼赫鲁将不结盟政策视为在冷战中保持国家利益的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②。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引起关注的学术现象是，由于修正派学者此前的研究，为数不少的印度学者更

为强调从人种、族裔等视角出发，论证印度领土主张的“合法性”。１９７０年代出版的巴普雅里三卷本

的《东北边境山地部落的问题》，是印度学者较早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著作③。这一趋向也成为

后修正派研究的突出特点。后修正派学者不再过多地论证《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本身是否合

法，而更多地从族裔、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人种构成等方面，论述“麦克马洪线”并非按照严格的分水岭

划界，而是以人种和族裔来划界，从而证明“麦克马洪线”划界的“科学性”。这方面的论著多以研究

“阿鲁纳恰尔邦”的缘起、族裔构成以及英国和印度管辖权的确立等作为其立论的重点。
潘达在２０１０年出版的《印度东北边界的帝国动力：以阿鲁纳恰尔邦为个案研究》中，虽然承认中

国拒绝签订《西姆拉条约》毫无疑问使“麦克马洪线”的法律地位大打折扣，但又认为：“毋容置疑的事
实是，这条线的划界依据就是阿鲁纳恰尔的部落同西藏的传统边界线，从而使这条线具有事实上的科
学边界线的地位。”④古鲁斯瓦米在“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印中边界”一文中强调，尽管“麦克马洪线”违
反了若干划界原则，但它确确实实是一条“族裔边界”（ｅｔｈｎ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因为该线以南除了达旺之
外，其他地区在人种上均不属藏族。古鲁斯瓦米还认为，西藏方面是默认“麦克马洪线”的；“显而易见
的是，除达旺之外，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对阿鲁纳恰尔邦提出要求”。古鲁斯瓦米的结论是，

两国政府在１９５０年代的时候一方面掩盖边界问题，另一方面则争夺各自的利益。“表面上是中印友
好，并推行和平共处的原则，但私下却意识到，对双方控制下的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是存在争议的。当

１９５９年３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并在那里得到政治避难之时，这个盖子就被揭开了。”⑤萨利在《中印边
界争端：以东段作为个案研究》一书中声称，尽管中印边界东段从未正式在地面上划界，而“选择分水
岭山脊作为中印边界的划界，本身就是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但他同时却坚称，“麦克马洪线”是“中印
两国在东段唯一合法的边界线”；西藏拥有同其他国家签署协定或条约的权力，而东段的当地居民除
宗教和贸易关系之外，“在各方面都与藏族不同”，同中国和西藏没有任何关系。在阿克赛钦问题上，

萨利承认，１９５０年解放军进驻阿里地区以及中国修筑新藏公路，这都表明印度的行政管理并未达到
这一地区。他批评印度领导人在独立之初及以后的岁月中都“缺乏战略远见”，特别是在西藏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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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放弃条约所赋予的在西藏的权利是“战略上的极大错误”①。
同时，也应该看到，印度一些学者对英国在“东北边境地区”所推行政策的殖民性质，提出了分析

和判断。莫汉塔在《阿鲁纳恰尔行政管辖的演变（１８７５～１９７５）》一书中，特别强调英国人在这一地区
所推行的“分而治之”（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的政策。莫汉塔指出，英国人通过划定一条“内线”（Ｉｎｎｅｒ
Ｌｉｎｅ），在山地部落和非部落之间制造“人为的屏障”（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这种将部落居民同其他
非部落居民分离开来的政策是一种行政性的政策，其目的在于“阻止部落居民同非部落居民在争取自
由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随着印度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英印政府的这种管理也不断强化。斯里坎特
在“英国殖民主义与阿萨姆地区的山地部落”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论点②。
相关主题的代表论著还包括以下重要的论著：乔杜里的《阿鲁纳恰尔邦：从边界土地到联邦领

土》、辛格的《阿鲁纳恰尔邦的形成》、巴姆布里的《印度独立后的各邦》、莱戈的《阿鲁纳恰尔邦现代
史》、杜塔与特里帕蒂合编的《阿鲁纳恰尔邦历史的起源》、布延的《阿萨姆历史研究》、巴哈杜尔的《卡
姆鲁帕早期史》，等等③。这一时期也有西方学者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怀特希德的《遥远的边界：

１８５７～１９４７年印度东北部的人民及事件》等④。

这一时期印度学者论著的另一个重要趋向更需要加以警惕，即通过所谓的学术研究，继续论证西
藏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立”地位，以此证明“藏印边界的合法性”。这方面最新的研究以国多马的《中
国、西藏和印度》、古哈的《尼赫鲁与中国》以及阿尔皮的《１９６２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最具代表性。

国多马在其著作中坚持西藏在历史上曾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在１９５０年时“入侵”了西藏。国多马批
评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是由于他认为当时印度有可能在“适当的时间”采取行动，阻止中国“占领”西
藏，但尼赫鲁的缺乏“战略文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政策，导致印度并未对此采取任何的行动。不
过，国多马也承认，《西姆拉条约》从来就不是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共同确认的一项条约⑤。古哈的论
文发表在２０１１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研究文稿系列》，是在其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９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
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古哈在谈到中国中央政府同西藏的关系时，通篇使用“入侵”、“占领”等词汇，

称西藏为“国家”，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在评价尼赫鲁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的对华政策时，古哈认为，
尼赫鲁的政策存在着一系列的误判和错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个人层面，主要是尼赫鲁
“信任那些给他提出愚蠢建议的官员”，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和国防部长梅农；其二，是政治层面的
误判，即尼赫鲁“忽视或低估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基础”；其三，则是战略层面的误判，即尼赫鲁听信
了梅农的政策，放弃对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以及他天真地认为“前进政策”不会引发中国的反应。
古哈强调指出，尼赫鲁的上述错误是严重的，但在军事冲突的背后，是“重要的结构性”的因素；在古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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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ｔｏｒｙ），新德里：科斯莫图书公司１９８３年版；查姆德里卡·辛格：《阿鲁纳恰尔邦的形成》（Ｃｈａｍｄｒｉｋａ　Ｓｉｎｇ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　ａｓ　ａ　Ｓｔａｔｅ），新德里：米塔尔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巴姆布里：《印度独立后的各邦》（Ｃ．Ｐ．Ｂｈａｍｂｈｒｉ，Ｔｈｅ　Ｉｎ－
ｄ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德里：希布拉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莱戈：《阿鲁纳恰尔邦现代史（１８２５～２００６）》（Ｎ．Ｌｅｇｏ，Ｍｏｄ－
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１８２５～２００６），伊塔那噶：喜马拉雅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杜塔、特里帕蒂编：《阿鲁纳恰尔邦
历史的起源》（Ｓ．Ｄｕｔｔａ　ａｎｄ　Ｂ．Ｔｒｉｐａｔｈｙ，ｅｄｓ．，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ｕｎａｃｈａｌ　Ｐｒａｄｅｓｈ），新德里：吉安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版；布延：《阿萨姆历史研究》（Ｓ．Ｋ．Ｂｈｕｙ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ｓｓａｍ），阿萨姆邦古瓦哈蒂：巴尼门迪尔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版；巴拉伊·哈杜尔：《卡姆鲁帕早期史》（Ｒａｉ　Ｋ．Ｌ．Ｂａｒｕａｈ　Ｂａｈａｄｕｒ，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ａｍｒｕｐａ：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阿萨姆邦古瓦哈蒂：巴尼门迪尔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约翰·怀特希德：《遥远的边界：１８５７～１９４７年印度东北部的人民及事件》（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Ｆａ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Ｅ－
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１８５７～１９４７），伦敦：英国南亚公墓协会１９８９年版。
国多马：《中国、西藏与印度：１９６２年战争和军事战略的前景》（Ｇａｕｔａｍ　Ｄａｓ，Ｃｈｉｎａ－Ｔｉｂｅｔ－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１９６２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ｕｔｕｒｅ），新德里：哈尔———阿南德出版私营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０、１１３页。



看来，导致两国产生分歧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有关西藏的地位和前途，而中印关系中的西藏因素也
包括三个层面，即长期因素、中期因素和近期因素。长期因素源于１９１３年开始的西姆拉会议，“麦克
马洪线”便是此次会议的结果；印度独立后坚持这条边界线，而中国则声称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要求
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中期因素是中国在１９５０年对西藏的“入侵和占领”，只要西藏保持“半独立”
的状态，它就是中印之间的一个“缓冲区”。而近期因素则是达赖喇嘛在１９５９年３月逃亡印度。古哈
还将中印两国不同的政治制度同两国处理边界争端的不同方式联系起来，因为“独裁的”中国的政策
是由高层决定的，而“民主的”印度，其政策须经过议会的讨论和辩论，尼赫鲁在边界问题上必须同其
阁僚和政府进行讨论。这种差别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①。

阿尔皮在《１９６２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中，特别强调１９６２年的边境战争同“现代西藏历史”之
间的密切关系，特别是西藏作为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的事实”。阿尔皮无视历史，甚至声称“按照
威斯特伐里亚条约的原则，西藏与印度之间没有边界，喜马拉雅山两边的人员和物资都是自由流动
的，这一切在１９６２年则突然终止了”。因此，阿尔皮在书中特别强调了三点结论，以此论证《西姆拉条
约》和“麦克马洪线”的所谓“合法性”。这三点结论是：（１）１９１１～１９５１年，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
“国家”。（２）拉萨拥有谈判并签订条约和协定的权利。阿尔皮声称，当陈贻范１９１４年在西姆拉同西
藏及英国代表坐在一起的时候，就表明中国是承认西藏拥有这种权力的。（３）１９１１年以后，西藏先后
通过噶厦政府及其外交局处理对外事务，不仅同英印政府有着正常的关系，而且同尼泊尔、不丹以及
中国国民政府也是如此。阿尔皮进而指出，“当前的中印关系也同中国对西藏的占领”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如果西藏问题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解决，那么同中国的边界争端也将得不到解决”②。
在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梅赫拉的研究。作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学者，梅赫拉在印度乃至

国际学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是传统派学者的主要代表。梅赫拉１９５２年开始在霍普金斯大
学读研究生，师从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退休前一直担任印度旁遮普大学历史暨中亚研究系的
教授和主任，其主要著作包括《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同中国人的谈判（１８４６～１９４７）》、《确定的边
界：拉达克与印度最北部的边界（１８４６～１９４７）》以及《东北边境：对印度、西藏及中国之间致命争斗之
文献研究》等③。

梅赫拉２００７年出版的《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与边界争端》，集中体现了其学术思想。梅赫拉坚
持认为，英印政府统治时期印度北部边界的划法，“是地图绘制和帝国关切的最终结果，当时主要是为
了抵挡沙皇俄国潜在的威胁”。１９１４年西姆拉会议上的“麦克马洪线”地图，“是在沿着全部边界线进
行最为精细的测绘之后”完成的。因此，中国的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历史正当性”（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中国人“从来没有在边界地区存在过”。他强调西藏在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同印度的特殊关系，“对
普通西藏人来说，印度是他们朝思暮想渴望朝拜的圣地”，甚至西藏文明也源于印度。
梅赫拉同样高度评价尼赫鲁的政策。他甚至声称，尼赫鲁“真诚和热切地”愿意并希望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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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古哈：“尼赫鲁与中国：对失败的研究？”（Ｒａｍａｃｈａｎｄｒａ　Ｇｕｈａ，“Ｊａｗａｈａｒｌａｌ　Ｎｅｈｒ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哈佛—燕
京学社研究报告》（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１年卷，第２１～２２、２５页。
克劳德·阿尔皮：《１９６２年与麦克马洪线的传奇》（Ｃｌａｕｄｅ　Ａｒｐｉ，１９６２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　Ｓａｇａ），新德里：轻骑兵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１５、５２５～５２６页。阿尔皮是生活在印度的法裔历史学家和藏学家，也是位活跃的新闻记者。阿尔皮１９４９
年生于法国安古莱姆（Ａｎｇｏｕｌｅｍｅ），１９７２年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地区旅行后，对西藏产生兴趣。１９７４年，阿尔皮从波尔多大
学毕业后去印度生活，定居在奥罗维尔（Ａｕｒｏｖｉｌｌｅ）。阿尔皮撰写的有关当代西藏的论著，包括《西藏：消失的边界》（Ｔｉｂｅｔ：

Ｔｈｅ　Ｌｏｓｔ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Ｌａｎｃ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８）、《从未进行的谈判》（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Ｎｅｖｅｒ　Ｗｅｒｅ，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Ｌａｎｃ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９）、《西藏的命运》（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Ｈａｒ－Ａｎ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ｖｔ．Ｌｔｄ．，１９９９）等。阿尔
皮创建的网站（ｗｗｗ．ｃｌａｕｄｅａｒｐｉ．ｎｅｔ），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有关中印关系的文献资料。

帕舒塔姆·梅赫拉：《麦克马洪线及其以后》（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Ｔｈｅ　ＭｃＭａｈｏｎ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新德里：麦克米伦公司印度
有限公司１９７４年版；《东北边境：对印度、西藏及中国之间致命争斗之文献研究》（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ｃｉｎｅ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ｉａ，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版；《同中国人的谈判（１８４６～１９４７）》（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８４６～１９４７），新德里：信实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确定的边界：拉达克与印度最北部的边界（１８４６～１９４７）》（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Ａｎ“Ａｇｒｅｅｄ”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Ｌａｄａｋｈ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ｍｏｓ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１８４６～１９４７），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同中国的分歧。他指出，尼赫鲁１９５０年代对华政策的动因，源于其“道义的情感”（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因为尼赫鲁相信，通过新德里的行为所确立的美德的典范，便可赢得中国的合作，以
此实现印度的目标，而这一目标旨在构建亚洲的均势，以限制所有西方列强之影响。因此，尼赫鲁的
对华政策“全都是为了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这样可以保证在中印领导下维持亚洲和平，防止西方特
别是美国干涉亚洲事务”。梅赫拉认为，尼赫鲁毫无疑问地意识到印度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这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解释其对华政策的软弱，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原因。梅赫拉认为，尼赫鲁“真诚地希
望并最热诚地期待和平解决同中国之间的分歧”。当尼赫鲁的国内批评者极力限制其谈判空间时，中
国则对尼赫鲁进行“毫不留情的公开诽谤”。梅赫拉强调，中国经常重复地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作
为公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梅赫拉着重指出，尼赫鲁“恪守信誉，尽管遭
到中国的断然拒绝，这位印度总理依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的是同印度伟大的邻邦发展友好关系，

而非敌对关系”。因此，１９６２年边界战争，中国除了羞辱印度之外，“收获甚少”；但是，战争却对印度
的防卫规划、战略以及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美国著名的学术网络“人文社会科学在线”（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ｌｉｎｅ）所属“外交及

国际史在线”（Ｈ－Ｄｉｐｌｏ）在２００８年组织学者对梅赫拉的这部书所进行的评论，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欧
美学者的价值趋向。来自美国的评论者基本上对《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和边界争端》赞赏有加。例
如，著有《现代西藏的形成》的著名学者格伦菲拉德②就特别强调，梅赫拉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的
研究是个“重要的贡献”，研究这一问题的当代史学家都必须参考梅赫拉的著作。他甚至称赞说：“人
们不禁会怀疑，在印度和中国的外交部，是否有人会像梅赫拉那样熟知中印边界问题。”值得特别注意
的是，针对有评论者质疑该书没有利用中国方面的新资料，梅赫拉在回应时虽承认自己并不了解中国
的资料，但同时他却意味深长地写道：“我自己感到有趣的是，中国学术界也并没有重视这些资料，很
少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这些资料。”梅赫拉在回应中还特别以刘学成的前述英文著作为例，称该书在
文献资料的运用上，也只是更多利用了兰姆、古普塔以及马克斯威尔的研究成果③。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研究，特别是后修正派学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文献资料、研究方
法和研究视角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哈佛大学的《冷战研究杂志》在２００６年夏季号以“大国敌对、西藏
的游击抵抗与南亚的冷战”（“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ｕｅｒｒｉｌｌａ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为专题，发表了一组重要的文章，突出了欧美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的研究取向④。而
在这组文章中，又以陈兼（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和霍夫曼的研究更具典型性。陈兼在“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与中国
同印度及苏联关系的演变”一文中，充分而系统地利用了中方文献，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探讨了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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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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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帕舒塔姆·梅赫拉：《边疆史文集：印度、中国和边界争端》（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ｄｉａ，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Ｂｏｒｄｅｒ），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１、１０９、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１７８页；《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
端：重评尼赫鲁的处理方法》，《国际关系研究》（Ｐａｒｓｈｏｔａｍ　Ｍｅｈｒａ，“Ｉｎｄｉａ’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Ｎｅｈｒｕ’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４２卷第３～４期（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４页。
格伦菲拉德：《现代西藏的形成》（Ａ．Ｔｏｍ　Ｇｒｕｎｆｅｌｄ，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ｂｅｔ），纽约州阿蒙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
《人文社科在线———外交及国际史在线圆桌评论》（Ｈ－Ｄｉｐｌｏ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第９卷第２期（２００８年），第１８页。此次圆
桌评论的下载网址为：ｗｗｗ．ｈ－ｎｅｔ．ｏｒｇ／～ｄｉｐｌｏ／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ｓ／ＰＤＦ／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ｐｄｆ。
《冷战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８卷第３期（２００６年夏季号）专刊的文章包括，盛慕真：“毛泽东、西藏和朝
鲜战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Ｓｈｅｎｇ，“Ｍａｏ，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第１５～３３页；翟强：“西藏与１９５０年代初期的中英美关系”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５０ｓ”），第３４～５３页；陈兼：“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与
中印关系及中苏关系的变化”（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５９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第５４～１０１页；卡罗尔·麦克葛拉南翰：“西藏的冷战：中央情报局与１９５６～１９７４年的四水六岗抵抗运动”
（Ｃａｒｏｌｅ　ＭｃＧｒａｎａｈａｎ，“Ｔｉｂｅｔ’ｓ　Ｃｏｌｄ　Ｗａｒ：Ｔｈｅ　Ｃ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ｕｓｈｉ　Ｇａｎｇ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１９５６～１９７４”），第１０２～１３０页；罗
伯特·麦克马洪：“美国在冷战初期对南亚和西藏的政策”（Ｒｏｂｅｒｔ　Ｊ．ＭｃＭａｈｏｎ，“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第１３１～１４４页；梅尔文·戈德斯坦：“美国、西藏与冷战”（Ｍｅｌｖｙｎ　Ｃ．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ｉｂｅ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第１４５～１６４页；史蒂文·霍夫曼：“西藏与中印边界冲突之关系的再认识：现实主义的方
法”（Ｓｔｅｖｅｎ　Ａ．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ｂ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ｉａ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Ｒｅａｌｉｓ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第１６５～１９４页。



年西藏叛乱的缘起及其重要影响，特别是对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的影响。而霍夫曼在“西藏与中
印边界冲突之关系的再认识”一文中，利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学派的理论方法，不仅分析了西
藏、中国和英属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１９４９～１９６２年西藏、中国、印度三边关系的互动，而且还进一步
探讨了美国、西藏、印度、中国四边关系的互动，强调中印双方相互冲突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安全困
境，是中印边界争端难以解决的关键所在。
另外，弗拉维尔的系列研究需要予以特别的评介。弗拉维尔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通

晓汉语。２００２年以来，弗拉维尔在《国际安全》、《战略学研究》、《安全研究》、《国际关系评论》等重要
刊物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多篇，并在２００８年出版了专著《固疆安邦：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合作与冲
突》。弗拉维尔尽管在其上述论著中并未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新近解密的档案文献，但也大量借助了
中国公开出版的资料以及中国学者的论著，集中探讨与中国领土争端相关的课题，分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处理领土争端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推迟边界谈判，而到１９６０年代初期的时候
又采取合作的政策变化的原因。弗拉维尔指出，１９６２年春，中国领导层面临着由于“大跃进”的失败
而产生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新疆地区还爆发了民族骚乱；而来自印度和台湾的挑战更增加了保持
领土完整和加强国家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尽管每个事件本身并不足以产生如此大的推动力，以致中
国在如此多的领土争端中做出让步，但这些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同时出现的威胁加在一起，则让中国
领导人感到忧虑”，同时也增加了维持同周边国家边界争端现状的代价。这样，“随着危机的加深，中
国开始同邻国进行谈判，并在许多边界争端中做出让步”。弗拉维尔强调，导致中国决定使用武力的
关键因素，是１９６２年以后印度方面在争议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存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弗拉维尔强
调了“政权的稳固”（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在中国决策者处理同周边国家的边界问题，特别是处理中印边
界争端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①。

四　中国相关研究概述

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起初主要体现在官方编撰出版的有关中国外交、中印关系以及西藏
问题的相关著作中；相关内容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领导人传记或外交思想、国际关系史等
的研究中。在涉及中印边界问题上，这些著作都强调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的历史合法性；有关中印边
界冲突的缘起，中国的研究一般认为，１９５９年以后，印度以及美国支持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武装叛
乱，干涉中国内政，继而觊觎中国领土，挑起边界冲突②。
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西藏的历史地位、中央同西藏的关系、英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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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弗拉维尔：“政权的稳定与国际合作：对中国在领土争端中做出妥协之诠释”（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Ｒｅｇｉｍｅ　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国际安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第３０
卷第２期（２００５年秋季号）；弗拉维尔：“获得安全的边界：中国对边疆防御的的理念及力量结构”（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Ｓｅｃｕ－
ｒｉ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Ｃｈｉｎａ’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Ｄｅｆｅｎｓｅ”），《战略研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第３０卷第４～５期（２００７年８月），第７０５～７３７页；弗拉维尔：“力量的转变与升级：对中国在领土争端中诉诸武力的解释”（）

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ｓ　ａｎｄ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ｓ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国际安全》（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第３２卷第３期（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冬季号），第４４～８３页；弗拉维尔：“佯攻的限度：国内及国际冲突的再思考”
（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安全研究》（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

１９卷第２期（２０１０年５月），第３０７～３４１页；弗拉维尔：“国际关系与中国的崛起：对中国领土扩张可能性的评估”（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国际关
系评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第１２卷第４期（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第５０５～５３２页；弗拉维尔：《固疆安邦：中国在领土
争端中的合作与冲突》（Ｍ．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ｖｅｌ，Ｓｔｒｏｎｇ　Ｂｏｒｄｅｒｓ，Ｓｅｃｕ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主要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９０》，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
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裴坚章、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
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１９９８年版；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
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西藏的侵略、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国民政府的政策等内容展开，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１９９０
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大量收集整理有关西藏的文献资料，编撰出版了对研究中印关系以及中印边界
问题缘起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集，主要包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
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西藏亚东海关档案选编》和
《康藏纠纷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民
国治藏行政法规》和《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以及张羽新、张双志编的《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学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等等。这些论著及
史料集的突出贡献，在于充分阐释了西藏历史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论证中国对中印边界主张合法
性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文献来源。
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中印关系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同此前的研究相比，这一阶

段出现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论著，其重点也集中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印关系，
有关著作包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印中关系风云录（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印度总理尼赫
鲁》、《尼赫鲁研究》等。这些著作的研究主题虽是中印关系的演变以及尼赫鲁的生平，但都有相当的
篇幅论及中印边界问题②。２０００年以来，以下几部著作体现了中国学界研究的若干倾向和特点，包括
《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印关系研究（１９４７～２００３）》、《美国外交政策与南
亚均势（１９４７～１９６３）》、《百年中印关系》、《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
关系》、《当代中印关系述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６０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大国疆域：当代中国
陆地边界问题述评》、《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中印东段边界划界的法律依据》，等等③。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随着相关档案的陆续解密，中国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和领域逐步扩大，在国内重要
的学术刊物如《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国际问题研究》
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研究论文；其选题从单纯的中印关系的研究，转向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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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论著包括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版；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
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黄鸿钊：《西藏问题的历史渊源：百年来列强在西藏的角逐》，商务印书馆有限公
司１９９１年版；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干涉侵略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吕昭义：《英属印度与中国西
南边疆（１７７４～１９１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赵云
田：《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１９３５～１９４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吕昭义：《英帝国与中国西南边疆（１９１１～１９４７）》，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
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王贵、喜饶尼玛、唐家卫：《西藏历史地位辩》，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许建英：《近代英
国与中国新疆（１８４０～１９１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冯明珠：《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１７７４～１９２５）》，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卢秀璋：《“西姆拉会
议”：兼析民国时期西藏的法律地位》，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吕一燃主编：《中国边疆史》，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版；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缅边界谈判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张永攀：《英帝国与
中国西藏（１９３７～１９４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祝启源：《中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王宏纬：《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赵蔚文：《印中关系风云录（１９４９～１９９９）》，时事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张力：《印度总理尼赫鲁》，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尚劝余：《尼赫鲁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孙士海主编：《印度的发展及其对外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版；张敏秋主编：《中印关系研究（１９４７～２００３）》，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王琛：《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
（１９４７～１９６３）》，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随新民：《中印关系
研究：社会认知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版；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该书是《喜马拉雅山情结》的修订版）；聂宏毅：《鼎定国疆：新
中国成立６０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评》，中共党史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版；吕昭义、孙建波：《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探讨这一时期的中印关系的演变，特别是围绕着中印边界问题的双边关系和大国政治的互动①。
综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论著，以下研究特点是极为突出的：
首先，加强有关中印关系的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利用。这里所指的多国解密档案，主要是从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包括台湾）、印度、英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国陆续解密的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期间
涉及中印关系的外交档案：英国外交部有关印度外交政策、中印关系的档案，印度外交部以及尼赫鲁
档案馆的相关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从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８年陆续开放了三批外交档案，其中有
关中印关系的档案为数甚多，基本涉及了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中印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边界争端的文
献。毫无疑问的是，这些档案为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印度独立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印关系的
发展提供丰富的文献资料②。部分学者开始利用上述档案展开有关课题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学者
在研究中对业已解密档案的重视和利用的程度，都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其次，同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利用相关联的是，有关论著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变化，即以

国际史的视角和方法探讨冷战时期的中印关系。研究者不再囿于对中印关系的论述，而是更多地关
注这一时期大国关系的演进和国际体系的变动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内容和重点也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再次，注重冷战背景下的西藏。中国研究者特别关注了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在利用美国外交档案

的基础上，特别对美国对１９５９年西藏叛乱的反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西藏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探讨。中国研究者还关注了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如印度极力维护其在西藏
的特权，等等。
最后，对学术前沿领域的探讨。多国解密档案为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的学术创新提供了

丰富的文献资料。以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为例，中国学者已开始关注以往研究中或忽视，或研究不
够，或存有谬误的领域，并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如通过研究印度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２年期间对西藏实施的
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以揭示印度所谓“对华友好”的政策实质。同时，通过利用俄罗斯的解密档案，
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印边界问题在中苏分裂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③。

五　问题与展望

上述学术发展史显示，印度及欧美学者的研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其一，在档案文献源上，上述著
作无一使用多国档案进行冷战时期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外交档案、俄罗斯档案、前东欧
国家档案以及日本档案的利用。其二，在研究视角上，由于文献源的限制，上述著作基本上限于双边
关系的研究，较少从国际史的角度进行探讨。其三，在研究领域方面，由于文献源的限制，在有关中印
关系的重大问题上，如印度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制裁、亚非国家对中印边界冲突的调停、苏联对印度的
经济及军事援助、英美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印度核计划的发展、日本在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战
争后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等课题，尚有待展开研究。其四，在有关结论和论点上，印度学者在其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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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可参见王中兴：“６０年代的中印边境与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反击战“，《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房建昌：“近代中印
西段边界史略”，《历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５期；叶正佳：“５０年来的中印关系：经验和教训”，《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张
植荣：“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反思”，《当代亚太》２０００年第８期；蔡佳禾：“肯尼迪政府与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王琛：“试论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中国的印度政策与西藏的和平解放”，《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李
华：“１９５９年中印边界起因及苏联反应探析”，《党的文献》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程瑞声：“中印边界谈判及其前景”，《国际问题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宋德星：“南亚地缘政治构造与印度的安全战略”，《南亚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１期；戴超武：“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
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戴超武：“１９６５年印巴战争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２００８
年２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从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８年已经分三批解密了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期间形成的外交文件，具体情况是：２００４年１
月１６日，中国外交部开放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期间形成的档案，解密数量占这一时期全部档案的为３０％；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开放

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期间形成的档案，解密数量为这一时期全部档案的６０％；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开放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期间形成的
档案，解密数量为这一时期档案总数的７０％以上。

参见戴超武：“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１９５０～１９６２）”（上、下），《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６
期、第７期；“关于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冲突和中苏分裂的若干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研究中，呈现出回归传统学派观点的趋势。这一现象需引起中国学界的高度关注，并予以回应。

同印度及欧美学者相比，中国学术界在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首先，从研究论著看，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有力度的学术论著数量少。其次，极少利用档案文献
进行研究，除在研究１９４７年以前的中印边界问题时利用相关档案外，上述著作（部分相关论文不在其
列）的研究，依然极少利用业已解密的多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的档案以及印度方面的档案。

再次，从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看，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研究问题上的话语权，明显弱于印度；除上述
海外华裔学者及刘学成的英文著作外，国内尚无学者用英文出版有关研究论著。最后，在研究方法和
研究领域上，国内学界多从政治决策、权力结构、地缘政治角度进行分析，基本停留在双边政治关系的
研究。上述印度及欧美学者需要关注的领域，同样值得中国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高度关注。同
时，应加强从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研究，以期探讨这一时期中印关系的变化对两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影
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部分研究者在不了解多国档案和相关学术发展史的情况下，在中印关系
特别是中印边界这样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提出错误的论点和结论。如在尼赫鲁的评价
问题上，中国较多学者认为，尼赫鲁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外交家。尼赫鲁的外交思想
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世界和平与合作斗争历程的产物。维护印度民族独立，促进世
界和平构成尼赫鲁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而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基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
概念：“一是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和谐结合”。尼赫鲁“为世界
和平付出的努力是举世公认的，他所受到的颂扬也是当之无愧的”①。但新近解密的多国档案揭示，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外交的实质远非如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探讨中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教训、强调“需要认真反思”时，国内有人撰文判定中
国处理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不成熟的；特别在论及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时指出，“人们可以看到，当时
中印两国建国都还不久，在各方面都缺少经验，外交政策不够成熟，因而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时在不
同阶段都出现情绪化的倾向，终于导致了边境冲突，使中印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方面的教训确
实是相当深刻，需要认真反思的”②。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中国一直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努
力。

在边界问题上，甚至还有文章提出了匪夷所思的“反思与探讨”，这以“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的
回顾与反思”一文最具典型。该文虽然论及了印方政策的失误，但其意图在于将战争的责任加诸中
国。作者无视档案文献揭示的事实（该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利用任何解密档案），其观点与印度传统派
学者及后修正派学者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当引起中国学界和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提出“对
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是否非打不可”的问题后，作者强调，“如果当时印方确实准备在东段越过麦克
马洪线向西藏大举进攻，或者在西段为侵占整个阿克赛钦而大举进攻，那么中方先发制人，发动自卫
反击战是很有必要的”。但作者却笔锋一转指出：“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严重。印方在西段的目标只
是逐步蚕食，在东段的目标为占领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克节朗河地区。从中印边界问题的总体看，这毕
竟只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到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从中印关
系的全局看，更没有必要为此而发动战争，使中印关系受到重大的挫折。再从中方进行自卫反击战
后，重新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看，中国边防部队远离了东段的克节朗河地区和西段印方曾设立

４３个据点的地区。这只能表明，这些地区并不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
边防部队在获得全胜并占领这些地区后，又重新放弃这些地区。”作者认为替代反击作战的选择是，在
东西段都再后撤２０公里。作者强调：“从政治角度看，这场战争导致中印双方长期的对抗，给双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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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尚劝余：“尼赫鲁———印度不结盟外交的缔造者”，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中国寻求了解印度》，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年版，第１５５～１６３页。

参见程瑞声：“中印边界谈判及其前景”，《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①其论点之荒谬，不值一驳。
由中印边界问题而形成的中国同印度之间的领土争端，是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

大问题之一。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上看，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西南地区战略边疆的安
全，关系到中国同印度的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同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途，而且对中国稳
定西藏的政治经济局势，遏制和打击“藏独”势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虽然中印两国已就边
界问题建立起政府间的谈判以及会商机制，但中印边界问题如要得到合理的解决，其前景并不乐观。

究其根源，除印度对中印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实际占领外，还同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
错误的历史观，并在其学术研究中论证此种历史观的正确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此，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的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中国学者面临着迫切任务，亟待解决以下主要
问题：

首先，深入了解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档案的解密动态，进一步系统搜集和整理相关解密档案，
特别是中国档案的整理。对这些档案进行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编辑，并对这些档案所蕴含的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总结。综观上述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在档案文献的编撰
方面，虽然中印两国都整理出版过相关主题的文献集，但国内外目前尚未对涉及中印边界问题的多国
档案进行整理和出版，这无疑是一项很有必要的、具有前沿性的学术工程。通过对这些档案文献的整
理和研究，从中探究战后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进程及其影响，还历史的本来面貌，这不仅具有深远的
政治意义，而且有利于中国在当前的中印边界谈判中占据有利、有理的地位，服务于国家的核心利益。
因此，有关中印边界问题多国解密档案的整理和研究，不仅是一项浩繁的学术工程，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档案搜集整理过程中，既有前期研究的丰富经验，了解各
国解密档案的进程，又具备判断档案文献价值，认识和理解相关档案文献重要性的学术能力；否则，就
根本无从谈起在相关研究中利用这些档案。

其次，在中印关系的研究中，以档案为基础的，以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内容为对象的课题，依
然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旨趣和现实关怀。其中重要的原
因在于，当今中国面临同印度的诸多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其根源均可追溯到冷战时期中国外交、中
印关系以及大国关系演变的结果，涉及这一时期中国内政和外交的诸多问题。而这些现实问题的存
在，无疑会激发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同时，随着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原
有的问题将会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再探讨。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研究的基础上，以总结中央处理边界
问题和争端的历史经验，比较和总结中国处理边界争端的基本模式与政策实施的特点和差异，分析和
解释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目标以及这些目标的判定和维护，从而为制定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安全战
略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借鉴。
再次，多国解密档案的利用，特别是中国解密档案的利用，有助于中国学者在有关中印关系的相

关研究中，扭转长期以来轻视档案文献利用的现象，以维护自身的声誉和尊严，占据学术前沿，增强中
国学术界在中印关系研究中，特别是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的话语权。应该看到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
和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总体而言依然存在着重现实轻历史、重二手论著轻档案的突出问题。如前所
述，从现有的成果看，利用近年来解密档案文献的相关论著（有关论文除外）寥寥无几；相当数量的论
著既不利用中国外交部的解密档案，也没有利用印度方面的档案文献，更不要说利用来自俄罗斯、英
国、日本等国的档案文献。作为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没有利用中国的档案，这已受到印度学者的
嘲笑②。如果这种现象不改变，那么就根本无从谈起在国际学术界增强中国研究的话语权。因此，可
以预料的是，中国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必须注重对中国现有档案、文献的搜集、整理，提高利用率，从中
发现新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探讨。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突出“中国中心”，注重以往研究中忽视以及

·４１１·

①

②

郭实：“对１９６２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回顾与反思”，张敏秋主编：《跨越喜马拉雅障碍》，第３７７～３８８页。

如前引的梅赫拉教授的一段话，参见《人文社科在线—外交及国际史在线圆桌评论》（Ｈ－Ｄｉｐｌｏ　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第９卷
第２期（２００８年），第１８页。ｗｗｗ．ｈ－ｎｅｔ．ｏｒｇ／～ｄｉｐｌｏ／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ｓ／ＰＤＦ／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ｐｄｆ．



缺乏系统研究的重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学术界研究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
问题的水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最后，这些档案的利用，还有助于澄清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有助于回应和批判印度多数研究者

和国际学术界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中存在流传甚广的谬误。这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同时也
具有政治意义。在此，一方面，发掘解密档案中有利于我国边界主张的文献资料，如英国外交档案中
对“麦克马洪线”的判定，尼赫鲁私下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等等。另一方面，通过印度对西藏的贸
易管制和禁运，通过中印围绕商务代理处存废的交涉，进一步认清尼赫鲁对华政策的本质，重新认识
这一时期所谓的“中印友好”，从而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重构这一时期中印关系史的叙事结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３—１１—２３
作者戴超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教授。上海，２００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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